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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甘泉发现中侏罗世恐龙足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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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恐龙足迹化石是重建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纪恐龙动物群的重要途径。在野外地质调查和室内研究的基础上，对陕西甘泉中

侏罗世直罗组发现的恐龙足迹群进行了简要记述。初步研究结果表明，甘泉恐龙足迹群具有较强的多样性，足迹类型包括了兽

脚类、蜥脚类、可能的鸟脚类及龟鳖类足迹；兽脚类足迹呈现高度多样化，包括大型、中型和小型的三趾型足迹和大型的四趾型足

迹；蜥脚类足迹可归入雷龙足迹；可能的鸟脚类足迹保存较差，难以归入到具体属种；可能的龟鳖类足迹为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系

的首次记录。甘泉恐龙足迹群的发现，扩大了中国恐龙足迹的地理分布，对于重建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纪恐龙动物群及古生态、古

地理、古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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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nosaur  tracks  have  become the  crucial  way to  reconstruct  the  Jurassic  dinosaurian  fauna  in  the  Ordos  Basin,  since  few
dinosaur  fossil  skeletons  have  been  ever  reported  from the  Jurassic  in  the  basin.  On  the  basis  of  field  geological  survey  and  indoor

research, the newly discovered dinosaur ichnoassemblage from the Middle Jurassic Zhiluo Formation at Ganquan County of Shaanxi

Province is briefly described herein. Preliminary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Ganquan dinosaur ichnoassemblage reveals a relatively diverse

ichnofauna consisting of theropod, sauropod, possible ornithopod and turtle. Theropod footprints are highly diverse, and include large,

medium  and  small  tridactyl  footprints  and  large  tetradactyl  footprints.  Sauropod  footprints  can  be  attributed  to Brontopodus  isp..  A
single  possible  ornithopod  footprint  is  poorly  preserved  and  cannot  be  classified.  Possible  turtle  footprints  represent  the  first  record

from  the  Jurassic  in  the  Ordos  Basin.  The  discovery  of  Ganquan  dinosaur  ichnoassemblage  expands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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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osaur  tracks  in  China,  and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Jurassic  dinosaurian  fauna,  palaeogeography,
palaeoecology, and palaeoenvironment in the Ordos Basin. Further research on Ganquan dinosaur ichnoassemblage will be carried out.
Key words: dinosaur footprint; Zhiluo Formation; Middle Jurassic; Ganquan; Shaanxi Province; geological survey engineering

鄂尔多斯盆地横跨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

山西五省（区），面积约 25×104 km2，是中国内陆第二

大沉积盆地（刘池洋等，2006）。鄂尔多斯盆地下白

垩统罗汉洞组和泾川组产有丰富的脊椎动物骨骼化

石和足迹化石，是中国早白垩世恐龙动物群的重要

组成部分（李建军等，2011；姬书安等，2017）。相比

之下，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系缺少恐龙骨骼化石记录，

因此，恐龙足迹成为重建本地区侏罗纪恐龙动物群

的重要途径，对于揭示本地区侏罗纪—白垩纪恐龙

动物群的演化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自

1929 年在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的陕西神木发现中国

第一枚恐龙足迹以来，已在本地区发现了丰富的足

迹化石，时代为早侏罗世—早白垩世（李兴文等，

2021；李欣伟等，2022）。其中，鄂尔多斯盆地已报道

的侏罗纪恐龙足迹均发现于陕西北部，这些发现填

补了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纪恐龙骨骼化石记录匮乏的

遗憾，为重建本地区侏罗纪恐龙动物群及古生态、古

地理、古环境等提供了重要证据（李兴文等，2021）。
2020 年 7 月，笔者等在进行中国地质环境监测

院地质调查委托业务项目的野外工作过程中，在陕

西省延安市甘泉县中侏罗统直罗组（J2z）中发现了恐

龙足迹群，为本地区恐龙遗迹的首次记录。初步研

究表明，甘泉恐龙足迹群具有较强的多样性，包括兽

脚类、蜥脚类、可能的鸟脚类及龟鳖类足迹，在足迹

类型、形态学特征、地层分布等方面明显不同于鄂尔

多斯盆地以往发现的侏罗纪足迹化石组合。多样性

如此丰富的足迹组合在陕西省尚属首次发现，在国

内也较为罕见，极大地丰富了本地区侏罗纪恐龙动

物群的组成，为重建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纪恐龙动物

群及古生态、古地理、古环境等提供了条件和重要新

材料。 

1　地质背景

甘泉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地质构造上位

于鄂尔多斯盆地中部。鄂尔多斯盆地位于中国东、

西部构造结合部位，盆地的形成始于中、晚三叠世，

是发育在华北克拉通之上的多旋回叠合型盆地（计

波等，2022）。晚三叠世—早白垩世，鄂尔多斯盆地

接受了大量河湖相及山前堆积。早白垩世晚期以

来，鄂尔多斯盆地整体受构造抬升影响，风化剥蚀，

缺失沉积，结束了大型盆地的发育历史（陈印等，

2017）。
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系由下至上分为下侏罗统富

县组、中侏罗统延安组、直罗组和安定组及上侏罗统

芬芳河组（郭艳琴等，2019）。其中，直罗组由“直罗

统”一名演变而来，命名剖面位于延安市富县直罗

镇，岩性为一套以块状长石砂岩与杂色泥岩、粉砂岩

为主的粗碎屑岩组合，以富含砂岩为特征，下部以一

层块状中、粗粒长石砂岩的出现与延安组（J2y）分界，

为平行不整合接触；上部以一层灰绿色泥岩夹砂质

长石砂岩结束，与安定组（J2a）分界，为整合接触（陕

西省地质调查院，2017）。直罗组含少量双壳类、植

物及孢粉化石，时代为中侏罗世晚期（Chen et al.,
2006）。甘泉县境内出露的侏罗系主要沿切割较深

的河流、沟谷两侧呈条带状出露，与上覆白垩系或新

生界为不整合接触。 

2　足迹化石点概况

甘泉恐龙足迹化石点目前共发现 2 处，均位于

甘泉县下寺湾镇（图 1）。此外还有 4 处疑似地点有

待进一步调查。本文仅对已确定的 2 处足迹化石点

（编号分别为：GDT-Ⅰ、GDT-Ⅱ）进行初步报道。

GDT-Ⅰ足迹化石点目前发现有 2 枚大型兽脚类足迹

及大量的蜥脚类足迹，除 1 枚兽脚类足迹外，其余足

迹化石均赋存于原始地层。GDT-Ⅱ足迹化石点发现

有数量丰富的兽脚类、可能的鸟脚类及龟鳖类足

迹。足迹化石均以上凸足迹（positive imprint）的形式

保存。根据野外调查、岩性组合及区域地层对比，确

定甘泉足迹化石的赋存层位为中侏罗统直罗组，地

层产状近水平，与足迹化石同一层面保存有波痕、泥

裂等沉积构造及虫迹等，为恢复造迹恐龙生活时期

的古气候、古环境提供了证据。

现将 GDT-Ⅰ足迹化石点地层剖面的岩性特征

描述如下（柱状图见图 2）。
14. 黄绿色薄层状细粒砂岩　　　　　　　　　　  　 0.2 m

13. 黄绿色、灰绿色泥岩　　　　　　　　　　　　   0.4 m

12. 土黄色长石石英砂岩，偶夹极薄条带状泥质层　    0.1 m

11. 灰绿色泥岩，夹两层厚约 2 cm的透镜状土黄色砂岩　0.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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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土黄色中粗粒砂岩，该层为正粒序　　　　　　　0.2 m

9. 灰白色泥岩，发育泥裂，层理清晰，泥岩中发育条带状

灰褐色细砂岩　　　　　　　　　　　　　　　　 　0.1 m

8. 紫红色泥岩，夹薄层灰色、灰绿色泥岩层　　　0.2 m

7. 灰绿色泥岩，泥岩中含灰绿色细砂岩砾石，砾径为 8~

20 cm，磨圆度较好，砾石含量约 5%　　　　　　　   0.50 m

6. 灰白色长石石英砂岩，局部发育极薄层泥质条带　0.10 m

5. 灰绿色泥岩，偶见灰绿色细砂岩砾石，砾径可达 20 cm

　　　　　　　　　　　　　　　　　　　　　　　0.60 m

4. 灰白色砂岩，砂岩中发育有小型斜层理，该层砂岩底部

见有兽脚类及蜥脚类足迹（上凸足迹）　　　　　   0.50 m

3. 灰绿色泥岩夹紫红色泥岩　　　　　　　　　　   0.10 m

2. 灰绿色泥岩　　　　　　　　　　　　　　　　    0.20 m

1. 紫红色泥岩，泥岩层理清晰，泥质结构，碎块状，裂隙

发育，岩石强度较高　　　　　　　　　　   　　　1.50 m 

3　足迹化石特征
 

3.1　兽脚类足迹

GDT-Ⅰ足迹化石点目前发现有 2 枚孤立的大型

兽脚类足迹，分别为四趾型足迹（编号 GDT-I-TI-1）
和三趾型足迹（编号 GDT-I-TI-2）。

GDT-Ⅰ-TI-1 为四趾型足迹，有第Ⅰ趾（拇趾）印

迹，为左脚足迹（图版Ⅰ−a）。足迹整体形态呈“V”字

形（不包括拇趾在内），趾行式。足长大于足宽，经过

初步测量，足长为 59.6 cm，足宽为 40.7 cm，长宽比

为 1.46。第Ⅲ趾最长，其次为第Ⅱ趾、Ⅳ趾，第Ⅰ趾

最短，明显小于其他各趾；第Ⅱ趾、Ⅲ趾和Ⅳ趾的趾

宽差别不大；拇趾指向侧前方。第Ⅰ趾与第Ⅱ趾之

间的趾间角约为 63°，第Ⅱ趾与第Ⅳ趾之间的趾间角

约为 37°。该足迹的大小和形态特征类似于极大龙

足迹属（Gigandipus），该类足迹在中国目前仅在四川

资中和贵州习水有报道（杨兴隆等，1987；Xing et al.,
2018）。中国已报道的足长超过 50 cm 的兽脚类足

迹均发现于白垩系（李日辉等，2019a；Xing et al.,
2019；李阳等，2020），而在侏罗系未有长度超过 50
cm 的兽脚类足迹。GDT-Ⅰ-TI-1 是甘泉恐龙足迹群

中最大的 1 枚兽脚类足迹，也应是在中国侏罗系发

现的最大兽脚类足迹。

GDT-I-TI-2 为三趾型足迹，保存于原始地层中

砂岩底部与泥岩接触的层面上（图版Ⅰ−b）。根据形

态特征判断，这枚足迹应是右脚足迹（图版Ⅰ−c）。
该足迹为趾行式，足长大于足宽，足长为 56.5 cm，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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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陕西甘泉恐龙足迹化石点交通位置图

Fig. 1    Geographic location of dinosaur tracksites in Ganqu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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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为 40.2 cm，长宽比为 1.39，第Ⅲ趾最长，其次为第

Ⅱ趾，第Ⅳ趾最短。第Ⅱ趾与第Ⅳ趾之间的趾间角

约为 58°。各趾印迹由近端向远端逐渐变细。趾垫

清晰，跖趾垫较大，位于第Ⅳ趾之后，呈楔形。从足

迹大小和形态特征看，该足迹可归入实雷龙足迹科

（Eubrontidae），与玫瑰谷实雷龙足迹（Eubrontes
glenrosensis）最相似。该类足迹的造迹恐龙被认为

是生活在侏罗纪的巨齿龙类（Megalosaurids），在内蒙

古鄂托克旗查布地区（李建军等，2006）、乌拉特中旗

海流图镇（李建军等，2010）和陕西商洛邵涧（胡松梅

等，2011）也发现有类似巨齿龙类的足迹。

GDT-Ⅱ足迹化石点发现的兽脚类足迹包括了大

型、中型和小型 3 类。大型兽脚类足迹分为三趾型

和四趾型，以 1 枚孤立的四趾型足迹为代表，其长度

也是该化石点所有兽脚类足迹中最大的（图版Ⅰ−

d）。该足迹整体形态为窄“V”形，保留有第Ⅰ趾（拇

指），足长明显大于足宽，长约 54.1 cm，宽约 27.2
cm，长宽比为 1.99。第Ⅰ趾粗短，其余各趾相对细

长。第Ⅰ趾与第Ⅱ趾之间的趾间角约为 71°，第Ⅱ趾

与第Ⅳ趾之间的趾间角约为 32°。趾垫呈倒三角

形。在该足迹第Ⅳ趾中部的外侧保存有疑似的皮肤

鳞片划痕，平均每厘米有 6~8 条（图版Ⅰ−e）。该枚

足迹的形态特征不同于已知的兽脚类足迹，可能属

于一种新的遗迹属，尚需进一步详细研究。

小型兽脚类足迹以 1 枚三趾型足迹为代表

（图版Ⅰ−f）。该枚足迹为右脚足迹，形态较狭窄，长

14.2 cm，宽 10.8 cm，长宽比为 1.3，两外侧趾间的夹

角约为 56°，其趾垫不清，跖趾垫较明显，第Ⅲ趾向前

延伸，其长度明显超出两侧的第Ⅱ趾和第Ⅳ趾，趾尖

指向内侧。在足迹前、后面各有一条长约 14.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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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红色泥岩, 夹薄层灰色、灰绿色泥岩层

灰绿色泥岩, 泥岩中含灰绿色细砂岩砾石,
砾径 8~20 cm, 磨圆度较好, 砾石含量约 5%

灰白色长石石英砂岩, 局部发育极薄层
泥质条带

灰绿色泥岩, 偶见灰绿色细砂岩砾石, 砾
径可达 20 cm

灰白色砂岩, 砂岩中发育小型斜层理, 该

层砂岩底部见恐龙足迹

灰绿色泥岩夹紫红色泥岩

灰绿色泥岩

紫红色泥岩, 泥岩层理清晰, 泥质结构,

碎块状, 裂隙发育, 岩石强度较高

/m 1∶50

砂岩

正粒序

长石石英砂岩

龟裂

泥岩

斜层理

含砾泥岩

恐龙足迹

图 2    陕西甘泉 GDT-I恐龙足迹化石点实测地层柱状图

Fig. 2    Measured stratigraphic section of GDT-I tracksite in Ganqu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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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2 cm 的脚趾拖痕（toe traces），反映了造迹恐龙

在缓步行走时，腿抬的不高，在向前迈腿的时候，脚

趾在地表拖行而形成了拖曳痕。根据拖痕的位置判

断，为第Ⅲ趾所留。这枚小型兽脚类足迹的形态特

征不同于跷脚龙足迹科（Grallatoridae）和安琪龙足迹

科 （Anch i s a u r i p o d i d a e ） ，而与实雷龙足迹科

（Eubrontidae）的成员相似，此类足迹在神木中鸡也有

报道（唐永忠等，2018）。 

3.2　蜥脚类足迹

甘泉恐龙足迹群中的蜥脚类足迹均发现于

GDT-Ⅰ足迹化石点，在此发现的蜥脚类足迹保存在

近垂直的剖面上，出露有限，无法确定行迹特征

（图 3−a, b）。从剖面上观察，各个足迹的保存深度较

大，超过 10 cm，表明造迹恐龙行走时的地表极为松

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蜥脚类足迹与在该地点发

现的兽脚类足迹保存在同一剖面上的相同层位，两

者相距不足 10 m 且行进方向相同，可能记录了兽脚

类恐龙追踪捕猎蜥脚类恐龙的场景。

甘泉恐龙足迹群中的蜥脚类足迹根据大小可以

分为 2 类：一类为大型足迹，长度超过 40 cm；另一类

为小型足迹，长度介于 20~30 cm 之间。大型足迹以

1 枚孤立的蜥脚类足迹铸模为代表（图 3−c），为一成

年个体的左前足足迹，呈现三维形态保存，整体呈

“U”字形，足长与足宽近似相等，长约 55 cm，宽约 58
cm，足迹前部有五趾，其中的第Ⅱ、Ⅲ、Ⅳ趾被 2 个

清晰的沟槽隔开，延伸较长，是由造迹恐龙在松软的

沉积物中抬脚时脚趾头形成的拖痕。在 1 枚小型蜥

脚类足迹的外侧表面见有延长的、近于平行的凹痕，

 

图版 Ⅰ　Plate Ⅰ

a b c

d e f

a. 大型四趾型兽脚类足迹；b. 大型三趾型兽脚类足迹保存层位（红圈处为三趾型兽脚类足迹位置，见图 c）；c. 大型三趾型兽脚类足迹；

d. 大型四趾型兽脚类足迹（红圈处保存有疑似的皮肤鳞片划痕，近照见图 e）；e. 疑似的皮肤鳞片划痕；f. 小型三趾型兽脚类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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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为 8~15 mm，每 10 cm 保存有 8 条，可能是造迹

恐龙抬脚时足部皮肤鳞片在松软的沉积物中留下的

皮肤刮擦线（scratch lines）（图 3−d）。
在蜥脚类足迹中，一般根据行迹内宽及前、后足

的面积比来区分雷龙足迹属（Brontopodus）和副雷龙

足迹属（Parabrontopodus）（李日辉等，2019b）。由于

保存原因，甘泉发现的蜥脚类足迹出露有限，无法测

得行迹相关数据，但是在出露的剖面上观察这些蜥

脚类足迹构成的行迹较宽，似乎可将其归入雷龙足

迹属。该地点的蜥脚类足迹是造迹恐龙在湿软的地

表行走留下的深足迹，为三维立体保存，能够提供蜥

脚类恐龙足部立体形态和运动机制的信息。 

3.3　可能的鸟脚类足迹

目前仅在 GDT-II 足迹化石点发现 1 枚孤立的

足迹（图 4−a）。该足迹轮廓为椭圆形−三趾型，足长

38.3 cm，足宽为 38.9 cm，足宽略大于足长，各趾较粗

壮厚实，趾间似乎有蹼，趾末端外凸，较圆钝，两外侧

趾（Ⅱ趾和Ⅳ趾）的夹角接近 90°，足迹后缘呈“U”字

形。足迹上各趾的保存状况较差，可能与松软潮湿

的地表环境有关。这枚足迹的形态特征与鸟脚类足

迹相似，但因为保存状况较差，其具体分类位置有待

进一步研究确定。 

3.4　可能的龟鳖类足迹

该类足迹是在 GDT-Ⅱ足迹化石点发现的，成群

出现，指示的造迹动物行进方向基本一致，表明该类

足迹的造迹者有群居的生活习性（图 4−b）。该类足

迹为小型足迹，四足行走，足迹形态变化较大，总体

来说非常短小（2~5 cm），也见有延伸拉长的划痕，可

能是爪在松软沉积物中留下的痕迹；大部分足迹保

存为三趾，仅少部分足迹保留有较短小的第Ⅳ趾；足

上各趾纤细，相互平行，长度相差不大，趾间有蹼迹，

趾尖尖锐；足宽大于足长。上述这些特征是典型的

游泳动物留下的痕迹特征（Lockley et al., 2010），足迹

后缘的枕状隆起，是由于造迹动物在浅水环境中游

动时脚部向后蹬踩水底而形成的。小型四足类动物

的游泳迹较罕见，一般可以归入龟鳖类或鳄类，它们

在尺寸、趾尖形状、趾的数量和相对长度、有无蹼迹

等方面存在区别。龟鳖类的游泳迹不同于鳄类的显

著特点是前、后足的形态非常相似，而且宽大于长

（Lockley et al., 2014）。此外，龟鳖类游泳迹通常保留

有第Ⅰ趾至第Ⅲ趾的印迹 ，而第Ⅳ趾较短小

（Avanzini et al., 2005）。

甘泉恐龙足迹群中的这些小型足迹与山东莱阳

下白垩统水南组发现的莱阳足迹（Laiyangpus liui）相
似。莱阳足迹传统上被归入小型虚骨龙类足迹，后

来又被归入鳄类足迹，最新的研究则将其归入龟鳖

类足迹（Chelonipus liui comb. nov.）（Lockley et al.,
2019）。亚洲地区的龟鳖类足迹直到近十几年来才

有报道，在地层分布上主要发现于白垩系（Lockley et
al., 2012, 2014, 2018, 2019; Kim et al., 2016; Xing et
al., 2019）。其中，鄂尔多斯盆地的龟鳖类足迹仅发

现于内蒙古鄂托克旗查布地区的下白垩统泾川组

（Lockley et al., 2018）。甘泉发现的这批小型足迹可

能代表了龟鳖类足迹在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系的首次

记录，其具体分类位置有待进一步研究。 

4　结　论

陕西甘泉恐龙足迹群的发现填补了本地区恐龙

遗迹化石的空白，扩大了中国恐龙足迹的地理分布，

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

（1）甘泉恐龙足迹群具有较强的多样性，包括了

兽脚类、蜥脚类、可能的鸟脚类及龟鳖类足迹，表明

鄂尔多斯盆地中侏罗世存在一个物种相当丰富的恐

龙动物群。

（2）甘泉恐龙足迹群中的兽脚类足迹呈现了高

度的多样性，包括大型、中型、小型的三趾型足迹和

大型的四趾型足迹，反映了兽脚类恐龙独特的生物

多样性。

（3）甘泉恐龙足迹群中发现的与龟鳖类足迹类

似的小型足迹，为该类足迹在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系

的首次记录。

（4）中国侏罗纪未见有足长超过 50 cm 的兽脚

类足迹，而甘泉恐龙足迹群中的多枚兽脚类足迹的

足长超过了 50 cm，其中最长的 1 枚经初步测量为

59.6 cm，是目前中国侏罗纪已知的最大兽脚类足迹。

（5）甘泉恐龙足迹群中的蜥脚类足迹以三维立

体的形式保存，同一层位还保存有大型兽脚类足迹，

可能记录了兽脚类恐龙追踪捕猎蜥脚类恐龙的场景。

（6）甘泉恐龙足迹群中类似极大龙足迹（Gigandipus）
兽脚类足迹的发现，表明这类足迹的造迹恐龙在中

国中侏罗世有较大的分布范围，可从四川盆地扩展

到鄂尔多斯盆地。

（7）甘泉恐龙足迹群的发现再次表明，在鄂尔多

斯盆地侏罗系虽然迄今未有恐龙骨骼化石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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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足迹化石的不断出现亦表明这里在侏罗纪曾经生

活过很多种类的恐龙，是恐龙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

综上所述，陕西甘泉恐龙足迹群展现了具有多

样化的恐龙动物群，对于研究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纪

恐龙动物群的构成及其古生态、古地理、古环境具有

重要意义，也为在本地区发现侏罗纪恐龙骨骼化石

提供了依据。目前对甘泉恐龙足迹群的野外调查与

研究仍在进行，相信随着工作的深入，有望发现更多

的足迹化石点和足迹类型。

致谢：野外工作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

监测院董颖正高级工程师、陕西省地质调查院矿产

地质调查中心副主任张俊良正高级工程师的指导，

 

a b

c d

图 3    陕西甘泉蜥脚类足迹照片

Fig. 3    Photographs of some sauropod footprints in Ganqu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a—蜥脚类足迹的保存层位; b—蜥脚类足迹重叠迹; c—大型蜥脚类足迹铸模; d—小型蜥脚类足迹铸模

 

a b

图 4    陕西甘泉可能的鸟脚类（a）和龟鳖类（b）足迹

Fig. 4    Photographs of possible ornithopod (a) and turtle (b) footprints in Ganqu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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